花蓮師院學報

民93,19期41-60頁
花蓮師院學報十七期
59
創造性課程管理策略——維柯詩性智慧的啟發


創造性課程管理策略
——維柯詩性智慧的啟發

張佳琳

教育部秘書室科長

(收稿日期：2004年5月15日；接受刊登日期：2004年10月5日)
摘  要
課程管理是對課程要素的安排處置。長久以來，在科學法則及績效目標取向的管理模式主導下，課程管理偏重行政取向的運作，忽略了課程主體的內在感受經驗需求及自主創造的潛力，所以本文特藉由闡釋十八世紀學者維柯的觀點，重新思考一種以詩性智慧為核心、以主體行動、感受、需求為基礎的創造性課程管理策略，開展人性的自發動力及激勵師生意義的建構，主張透過情意創造、賦予主體動能，激發潛能與美感，藉以促成課程更多的轉化與成長。

關鍵詞：課程管理、詩性智慧、維柯
詩的最崇高的工作就是賦予感覺和情欲於本無感覺的事物。兒童的特點就在把無生命的事物拿到手裏，戲與它們交談，彷彿它們就是些有生命的人。
—《The New Science》, 186節
壹、緒  論

十八世紀的楊巴蒂斯塔‧維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在盛行著科學理性主義的時代背景下曾革命式地提出強調人本的社會思想，基於反對自然科學方法外部控制的立場，對「機械論」、「決定論」造成人類主體定位模糊的發展提出警語，高喊「真理即創造」、「以人的方式思維」等主張，雖然在當時因強勢學說壓境，維柯的觀點並未引起太多重視，但隨著時代思潮的演變，十九世紀以來，不但他的觀點逐漸受到重視，其學說與著作也蘊釀為一股國際間的研究風潮，其對人性所抱持肯定的論點正逐漸擴大影響當中。
維柯的這一段歷史不但突顯出十八世紀以來人類思想由科學理性盛行的時代逐漸重視人本主義的進程，對於近代課程領域的發展也具有一定的啟示。二十世紀初，受科學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主義的影響，巴比特（Bobbitt，1912）便已引進科學管理策略，用以降低教育浪費及強化課程績效
，這種早期管理措施深受機械觀的影響，尤其在泰勒（F.W. Taylor）《科學管理的原則》（1911）所主張目標績效、科學化工作法則影響下，課程管理在1920年代更盛行著「標準化課程管理」(Standardized Curriculum Management ,SCM)運動，主張建立一套嚴謹的管理模式，透過目標分析、監控系統進行管理，追求課程績效(Henderson & Hawthorne，1995)，發展以來，各種偏向於行政導向「課程治理」(curriculum governance)的管理策略也應運而生，成為課程管理的主流。

近年來，隨著社會思潮、管理理論之變遷，以及主體意識的覺醒，不論在管理的哲學假設或行政實務上都逐漸將焦點轉移至人的身上，在科學管理之外產生了另一個非理性的相對途徑，強調以願景代替目標、以創造轉化監督、以情感調和規訓（Bennett，1995），此時，課程管理也逐漸開始重視以學生為核心、講求課程潛能的激發與課程領導的藝術(Shackleton，1989)，管理的場景逐漸轉移至教師、學生互動的情境，從外部的控制轉而重視主體性的彰顯、創造性思維的啟發（張佳琳，2001），這些人本創造的主張反對將學生視同於材料與機器，重新將關注放在主觀性、真實性的生活世界，拋棄外在的控制，關注內在世界的意識與經驗。這種強調創造與情感取向的管理，與維柯對於人性及意義建構的肯定，有相當一致的見解，尤其維柯提出詩性智慧(Poetic Wisdom)的觀點，更對想像、創新的方法大加鼓舞，所以本文擬透過對維柯思想及詩性智慧的介紹，思考創造性課程管理之道，激發課程的自我革新力量，並賦予師生更多元開放的課程實踐空間。以下首先介紹維柯的生平及學說概要，其次分析詩性智慧內涵，繼而提出對課程管理的啟示、檢視科學管理的問題，並透過維柯的觀點提出創造性課程管理的途徑。

貳、維柯生平及學說概要

維柯最重要的主張在於揭示「認識真理憑創造」之觀點，而其創造的原動力則來自於人所生而具有的「詩性智慧」。本處首先對維柯的生平大略介紹，再談述其學說概要。

一、維柯生平

維柯，義大利人，生於那不勒斯，父親是當地小書商，家境窮困，維柯幼時曾於天主教會接受小學教育，喜愛羅馬法及拉丁語言文學，曾以十八歲年紀出席法庭替父親辯護且獲得勝訴，這些成長經歷影響他後來就讀那不勒斯大學攻讀羅馬法和修辭術，以及對於法學及語言學的研究。1723年參加法學教授選甄落敗，後只擔任拉丁修辭學講師，薪水微薄，一直窮苦。

除了經濟的艱難，維柯所處的時代也是備受宗教監視和政治侵略不斷的征戰年代，當時那不勒斯是笛卡兒理性主義的研究重鎮，各種科學哲學強烈受到笛卡兒《幾何學方法論》所影響，認為只有根據數學和科學原理推導出來的知識才是確實可證的知識，維柯除了極力反對這些科學假定，也在紛擾動盪中於1725年出版《新科學》(The New Science)一書，不過由於曲高和寡、科學當道及宗教勢力影響，並未受重視，及至1744年去世，他的處境始終未見好轉，享年七十六歲(朱光潛，1983；黃文斐，1998)。

這樣一個窮困多舛的教授，聲名也未曾遠播，《新科學》一書雖使他被譽為近代社會科學的創始人
，且由於《新科學》涉及題材包括法律、宗教、歷史、語言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神話學、社會心理學等領域，影響範圍相當地廣，這也使得維柯被冠上社會學家、法律學家、宗教家、歷史學家等不同稱號，不過，其學說真正受到關注則是在十九世紀以後法文譯本及1975年英譯本出版之後才漸受重視。

二、主要著作及論點

維柯的主要著作《新科學》，前後經過三版修正
，被譽為十八世紀初期社會思想中最出色的著作之一(Swingewood，1990/1995) ，書中對人類文化、歷史作了極廣泛的比較研究，探討了歷史、宗教的起源以及語言、藝術與文學的發展。1744年印行的該書第三版，除序論、結論外共分五卷
，全書由各種條列式公理構成，以夾敘夾議的方式論述「人類歷史是由人類自己創造」、「認識真理憑創造」之觀點，強調人類創造對歷史發展的重要性，理想的歷史就是遵循永恆普遍規律向前發展的動態歷史，研究這種歷史的才是「新科學」。

《新科學》一書表明了維柯思想之精要。首先，在《新科學》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整體的論點在強調人的創造性，包括社會、文化、典章、法律、制度都是人為的創造，這是該書的中心論述，也是「第一條無可辯駁的真理」。維柯在書中不斷重複這樣的觀點，就在他著名的一段話中提到：

在籠罩著遠古的茫茫黑夜之中閃耀著永恆的、無可爭辯的真理之光：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世界確實是由人所創造出來的。（331）

維柯將社會視為人類積極創造的歷程。這一條無可辯駁的原理有幾個重要意涵，除了透過追溯遠古原始社會發展來建立他所關心的第一條「關於各民族的共同性質的新科學原則」外，藉由肯定人類對社會的創造，維柯揭示了各民族的共同起源都起因於人的心理能力，那就是想像、感受、理解的能力，用這個觀點來提醒世人應回歸對人的關注。同時，只要了解當時他所處環境者便不難發現，維柯倡議的人本創造在當時還有一層用意在抨擊科學理性主義的謬誤：
這包括所有各民族的人類世界，確實是由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1108）

由人們創造的民政世界（civil world），人類的心智自能再予以發現。……令人驚異的是，哲學家不在民政世界沈思，卻拼命要去獲得自然世界的知識；這個自然界既然是上帝創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類創造的，人類就應該能認識它。（331）

維柯認為，人能認識自己所創造出來的東西，因為「人類社會的世界確實是由人創造出來的，因而它的原理必將在我們內心的變化中被發現」，人們用其精神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社會，與上帝所創的自然界，性質上並不相同，故維柯認為人們所應該關心及探究的，是自己所創的世界，《新科學》所關心的，所要處理的就是這個人類自己創造的世界，但人們卻忽略了這一點。
基於反對與自然科學相聯繫的科學理性主義，《新科學》對牛頓、伽利略和笛卡爾哲學的許多假設表示否定(Swingewood，1990/1995)。維柯認為，數學本身就是人創造的，根據數學定理推導出的知識之所以是真實的知識，只因為人本身先創造了數學，並非數學和科學的價值高於人類事務的認知價值。此處，維柯再次表述了他革命式的原理，亦即人只能認識自己所創造出來的東西。

其次，《新科學》對歷史及人性均持動態的發展觀。維柯把歷史看做是世人所推動的積極創造過程，這段歷史劃分為三種不同的階段，分別是「神的時代」、「英雄的時代」、「人的時代」。人類所發展的三個階段各有不同的文化、宗教、語言、法律表現，在最初神的時代裡，所有人類都是野蠻而體格發達的「巨人」，感官強烈而感覺豐富，將雷轟電閃想像成雷神之咆哮，於是宗教有了起源、婚姻家庭制度建立了開端，神明的想像與信仰的虔敬(piety)維繫了原始民族的基礎；英雄的時代來自於多元神明的英雄式崇拜，由許多理想性人物標誌著社會集體想像與象徵，荷馬(Homer )便是這個時代人們對創造詩人的一種英雄人物象徵；而後隨著人類社會發展成熟，平民取代英雄成為主角，進入人的時代。維柯論述人類社會歷史並非靜態，隨著人的時代的驕奢淫逸，失去活力、產生罪惡，人將又回到野蠻時代，這樣的動態演進觀，主張人類社會是發展而來的，社會制度和人的關係都是行動的產物。

相對於歷史發展，人性也和社會一樣具有動態表現，從出生、成熟、衰亡都是在歷史中發生，相較於幾何學的變化，人類歷史所衍生的各種制度更為豐富多變。而對應於歷史三階段，人性也有三種不同的自然本性，維柯便常拿種族發展和個人發展相比擬，認為原始社會是人類的兒童，而人類早期的發展也像神的時代那般野性自然、偏重依賴感官，然後才有感受，最後才會反思：

人們起初只感觸而不感覺，接著用一種迷惑而激動的精神去感覺，最後才以一顆清醒的心靈去反思。(218)
依照維柯的想法，這三種本性的發展，先是神性時代特質的重視感官，再次是英雄時代用心靈知覺的特質，最後才是清晰理智的人道特質。這三種本性也是動態發展、同時潛在而相互作用且適時突顯，更以想像、感覺的能力最為根本，三者之間可以說是一種共存而具有發展順序的潛在特質，只是在不同的時代中發展出現不同的本性，故「神、英雄、人都是同時開始的」(446)。維柯在《新科學》第五卷〈各民族在復興時所經歷的各種人類制度的復歸歷程〉也表明，存在於人類內在的三種特質，無時無刻地都在起作用，雖然人道時期已經開啟，但在某些條件之下，神性特質仍然會出現，英雄時代也會再出現。「復歸」只是一種稱謂，不是時間的回歸，而是人性特質的回歸。而且，回歸並不是恢復原狀或原貌，而是某種自然本性的重現，最主要的意義在於動態的生成。

第三，《新科學》也揭示了建構的知識觀點。維柯強調，知識起源於人類對生活制度建構的過程（1097,1098），知識與行動是同時產生的（349），人類自己創造人類世界（338,1108），而人性（人道）亦在自己創造的世界中形成（367,520,692）。這種人為創造的基進建構觀（radical constructirism），在歷史的規律與人的詩性創造之間，形成一種不斷辯證的建構過程，在其中，人類的創造結果是不具規劃性的結果，但卻能夠符合天神意旨（Bergin & Fisch, 1948），這可以說是一種無目的（對人類而言）的合目的（對天意而言）之建構過程。

這種建構的觀點也觸及了方法論的辯證。維科強調「以人的方式思維」，重視以人的特質作為理解自身及探究人類事務的方法，諸如感覺與想像等，都是人的方法，亦即應重視行動主體，強調知與行、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此外，也因為「事物的本質不過是它們在某個時代以某種方式發生出來的過程」，也就是說，事物的本質應該從事物產生的原因和發展過程來研究，所以，「有多少方法就處理多少事務」，幾何學演繹法不應該含括一切，人類事務的處理不能毫無限制地運用科學方法來推論（Gaukroger, 1997），經驗與理性必須結合，史料的提問與哲學批判也必須結合（朱光潛，1987：310），這才是回歸人類主體的方法。

綜合上述新科學的主要論點，可以看出維柯在當時盛行探討自然世界的科學之外，相對地提出了一種探討民族世界的科學，強調人類創造能力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也肯定人的情感表現，而且尊崇人的地位，維柯認為真正能夠掌握歷史的研究者，必然是一位擁有驚奇、崇敬與熱望三種情感的人(1111)，因為探討各種知識最根基的起源，是人類心靈活動的科學，所以說，《新科學》出發點在於對人本主義的肯定，即肯定人主體的創造性動能作用(Swingewood，1990/1995) 。

參、詩性智慧的特性與意涵

《新科學》所倡議之人本創造，其核心均環繞在創造力的根源—「詩性智慧」之上，全書幾乎一半以上的篇幅均在探討詩性智慧的發展，以下說明其定位、特性與意涵。

一、詩性智慧的定位

按照希臘文Poesis（詩）這個詞的意義是創造，而智慧一詞以荷馬的用語是指「關於善與惡的知識」（365），維柯則認為智慧「是一種功能，它主宰我們為獲得構成人類一切科學和藝術所必要的訓練」（364），就此而言，詩性智慧的本義就是創造或構造的能力與知識。維柯視詩性智慧不但是人類最初的智慧、技藝和科學的根本，也是人類發展的起源：「這種詩性智慧，及神學詩人們的認識，對於諸異教民族來說，無疑就是世界中最初的智慧」。在英譯者的引論中也有這一段話，清楚說明了詩性智慧是《新科學》的萬能鑰匙：

維柯毫不懷疑人道創建者們都是某種詩人和哲人，“詩人”用希臘文的意義，就是製作者或創造者。擅長於製作某種東西當然在某種意義上是知道怎樣製作它，而且“知道怎樣辦”(the know-how)當然就是一種知識或智慧，這種詩性智慧的性質才是新科學的萬能鑰匙。(Bergin & Fisch, 1948)。

在維柯的觀點中，市民社會便是由詩性智慧所開創出來的，所以，這種詩性智慧不但是知道怎麼辦，及如何創造的知識與能力，它還是社會及知識的起源：

維科甚至從這詩性智慧中看出：各門技藝和各門科學的粗糙的起源：也就是一種詩性的或創造性的玄學；從這種粗淺的玄學中一方面發展出也全是詩性的邏輯功能，倫理功能，經濟功能和政治功能；另一方面發展出物理知識、宇宙的知識、天文知識、時階和地理的知識。(Bergin & Fisch, 1948)
人類創造的能量來自於詩性智慧，維柯便是將這種詩性智慧視為一種天意賦予人的基本能力。詩性智慧作為各種技藝及科學的起源，由此便不難了解它在《新科學》中的主要地位，不但是人類社會制度的起源、各種知識發展也全依賴於這種詩性智慧的發展，無怪乎其被視為是《新科學》的萬能鑰匙。
二、詩性智慧的特性

《新科學》中揭示詩性智慧的特性包括凡俗的、詩性的、及創造性的，綜合來說，詩性智慧有以下幾項特徵：

(一)詩性智慧是天意賦予人的本性

在《新科學》中，維柯不斷提及「天意」（天神意旨），指出人的行為在天意的安排下選擇了自己的方向，尤其天意所賦予人的詩性智慧更讓人創造了各種社會制度。他指出：

……人儘管孱弱，卻有自由選擇，把情欲變成德行；不過也證明，他受到天神的幫助，自然地受天神意旨的幫助，超自然地受到天神恩惠的幫助。（136）

人自然本性即具有詩性，詩性即創造動力，也是自由選擇的表現，但這是天神的幫助，也可以這麼說，人的自然而然的發展，就是天意的安排。

……因為天神意旨安排了有一些身材巨大、比其他人們都更強壯的人，像一些本性較強烈的野獸在山峰上浪游，在世界大洪水之後，第一次碰上雷電的吼聲，就會逃到山上一些岩洞裏，儘管都是些驕橫殘酷的大漢子，卻滿懷震驚疑懼，俯首聽命於一種更高的權力，及他們所想像的天帝約夫
。（1097）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維柯的用意，天意為何並不重要，它可能只是人的想像，重要的是，人確實有詩性智慧的創造力，將詩性智慧視為天神賦予人類的能力，是天神的恩典，加深了人類可以自由選擇的論證，肯定人以詩性智慧創造社會的說法。

(二)詩性智慧是創造的能量與動力

《新科學》所認識的世界就是人類自身所創造出來的這個世界，亦即通過詩性智慧所真實掌握的世界（蔡瑞霖，1999）。依照維柯的看法，詩性來自於好奇心，由此而對事物產生興趣與臆測，這是創造的根本來源，他指出：

詩的最崇高工作就是賦予感覺和情慾於本無感覺的事物，也因詩性的智慧才有人類世界之創生，尤其是像兒童般的創造力、模仿力。(186)

好奇心是人生而就有的特性，它是蒙昧無知的女兒和知識的母親。當驚奇喚醒我們的心靈時，好奇心總有這樣的習慣，每逢見到自然界有某種反常現象時，例如一顆彗星，一個太陽幻相，一顆正午的星光，就刻要追問它意味著什麼。（189）

從好奇心到創造的產生，到適合於人類生活的制度與環境，這個過程就是詩性智慧的作用，所以可以這麼說，好奇心是人類特有的本質，維柯的詩性智慧乃以此為出發點，讓詩性智慧有了能量，並以詩性智慧作為創造各種制度的根本動力。

(三)詩性智慧是一切科學和哲學的根源

維柯所強調的是，一切的起源是屬於詩性的，是一種凡俗的、感覺的、直接的產物，具有了原創性，人類才進一步地進行思索、反省、改造，所以，詩性智慧是一切的根源。此外，他也從詩性智慧中看出各門技藝和各門科學的粗糙起源，也就是一種詩性的或創造性的玄學。他在401公理中更說明邏輯本源自神話故事的創造：

Logic（邏輯）這個詞來自邏葛斯(logos)，它的最初的本義是寓言故事(fabula)，派生出義大利文favella，就是說唱文，在希臘文寓言故事也叫做mythos，即神話故事。(401)

此外，維柯也指出：

必須把詩性智慧的起源追溯到一種粗糙的玄學，從這種粗糙的玄學，就像從一個軀幹派生出肢體一樣，從一肢派生出邏輯學、倫理學、經濟學和政治學，全是詩性的；從另一肢派生出物理學，這是宇宙宙學和天文學的母親，天文學又向它的兩個女兒，即時曆學和地理學，提供確鑿可憑的證據───這一切也全是詩性的。（367）

維柯展示出科學和哲學智慧在試圖認識自己過程中的有用辦法，是在凡俗的、詩性的、或創造的智慧裡去重新找到根源，那種凡俗或創造性的智慧就是一切科學和一切哲學的根源和前提（Bergin & Fisch, 1948），所以維柯在描述詩性智慧之後下了結論說：「神學詩人們是人類智慧的感官，而哲學家們則是人類智慧的理智。」（779），可見他賦予詩人的原創性，遠遠超過哲學家，事實上，維柯認為哲學家，甚至其他各種領域的科學家，僅僅是承襲詩人所創造而加以反省或進一步歸納而已。

(四)詩性智慧的方法是以人的方式思維

……各民族對於神的萬能都有一種藏在內心裏的感覺。從這種感覺裏又湧起另一種內心感覺，即引導各族人民都對占卜表示無限崇敬。詩人們就是以這種方式在異教民族中創建出各種宗教。（383）

這段話不僅僅指出人的思維是一切制度與知識的根源，甚至宗教也為人的創造而生。詩性智慧肯定創造力來自於人類主體，「人類自己創造人類世界」（338,1108），而「人性（人道）亦在自己創造的世界中形成」（367,520,692），這種人類主體創造的動力均來自於人本身，先是從感覺，然後才逐漸運用心靈與理智，維柯在此提到這種人性思維的層次：最初只有感受，接著用心靈去知覺，最後才用清晰的理智去思索。就在這種原初的形象思維運作之下，人類各種文化才逐漸發展，隨後，也才運用理智在抽象中抽出共性，玄奧智慧的哲學思考乃漸次成熟。在這過程，人本身的作用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沒有人自身凡俗智慧的創造動力就不會有玄奧智慧的發展，所以，在此維柯引用了亞里斯多德的名言：「凡是沒有進入感官的東西就不能進入理智」，肯定人本身的作用，而這種詩性智慧的方法就是「以人的方式進行思維」：首先，人本身就是一種方法，就維柯所重視的原始的感覺、感官而言，便是人所與生俱來的特質與能力，以生而具有的想像與創造去理解由人所創造的事物，無非是最直接的途徑；其次，是以己度物的隱喻與移情：
「在一切語言裡大部分涉及無生命的事物的表達方式都是從人體及各部分以及從人的感覺和情意方面借來的隱喻」（405）

以己度物的隱喻，便是對大部份無生命事物的表達方式都用人體的感官及感覺和情欲的隱喻來形成，透過人的感覺或想像加以隱喻，用以讓事物更具體而鮮明，也更切合感受。

(五)詩性智慧是知與行之動態的統一

維柯反對笛卡兒「我思故我在」的公式，認為知就是認知事物所造成的原因，思考的我兼具身與心，身和心的結合是思考的原因，所以維柯提出「真理是作為的結果」來肯定身體力行的重要性，強調「人類的真理是人在知的過程中所組合和造作出來的」，『真理』（Verum）和『事實』（Factum）是統一的，事實本身就是一種作為」（朱光潛，1987），維柯在此的基本原理即是知與行或認識與實踐的統一，「認識和創造是同一回事」(349)，維柯在《新科學》最後便曾指出：

這個包括所有各民族的人類世界確實是由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造成這一切情況的都是心智，因為人們是憑理智來做出這一切的；是心智而不是命運，因為他們這樣做是經過選擇的；也不是偶然機會，因為他們經常這樣做的結果也永遠是一樣的。（1108）

可見維柯基本的哲學原理，即知與行或認識與實踐的統一，人類世界是由人類自己創造的，這種創造即真理的實踐。

維柯認為，天意給了人類詩性智慧，但並沒有給出一致性的制度規範與生活模式，人類自身的生活，各民族自己的制度，這一切都在詩性智慧運作下的知與行的整體互動中逐漸構成，建構出屬於自己的生活表現。

三、詩性智慧中的創造意涵

維柯在體察人類歷史發展中，找出了人用來創造人自身及人類世界的詩性智慧，這是一種人生而具有的想像、推理、創造能力。綜合而言，這種詩性智慧的創造意涵，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詩性智慧揭示了「真理即創造」（the true is what is made）的特質。維柯認為要認知事物，必須認知者就是這個事物的創造者，真（the true）和被創造（the made）是可以互換的，這個所謂「真理與創造的可對換性」，強調真理與創造是等同的，充份肯定創造的價值（郭博文，1991；黃文斐，1998，20），人類的創造便是人類的真理。

其次，詩性智慧是創造的能量。維科認為人類創造的能量來自於詩性智慧，憑著渾身強旺的感覺力和生動的想像力，人類調和了本質上的理智與意志，詩性智慧作為一種天意賦予人的基本能力，不但創造人類社會制度，更是知識的起源，所以詩性智慧便是創造的能量。

第三，詩性智慧的創造結果衍生出了人類各種文化。這種詩性智慧的能力讓人懂得求生與製作器具，進而化作心中默想的以及用作符號的語言、然後傳演出邏葛斯(logos)、寓言故事、神話故事，再發展出詩性的邏輯、倫理、經濟、政治功能並成就人類多樣的知識。

第四，詩性智慧是「感覺」和「想像」等創造能力的構成。這種創造能力包含詩性玄學與詩性邏輯（logic）二個部份，前者強調的是「感覺力」與「想像力」（375），後者則表現在創造性的故事（story）與比喻（tropes）中，包括「寓言故事」（fabula）、「神話故事」（mythos）、「隱喻」（metaphor）、「替換」（synecdoche）、「轉喻」（metonymy）、「暗諷」（irony）（400-408）。

第五，詩性智慧是一種形象思維。詩性智慧的特徵在朱光潛(1983)美學的意涵闡釋下，是一種「形象思維」的表現，包含了「以己度物的隱喻」、「想像性的類概念」（imaginary class-concept）。形象思維的形成是抽象思維的基礎，在人類發展之初，原始民族認識世界是先憑感覺的形象思維，他們的全部文化（包括宗教、神話、語文、法政制度）都來自形象思維，都有想像虛構的性質、都是詩性的、創造的（朱光潛，1983），

第六，詩性智慧是一種精神的融入。維柯指出，「哲學把心靈從感官中拖出來，而詩的功能卻是把整個心靈沉浸在感官裡；哲學飛升到普遍性（共相），而詩卻必須深深地沉浸到個別具體事物（殊相）裡去」，所以詩性智慧讓人沉入於事物之中，去發現事物的特質。

第七，詩性智慧是在天人合一的境況下的創造。詩性智慧的想像、寓言故事、神話故事等，都是人與天交互感應作用，是在天意玄學、邏輯思索中創生一種參天地之化育、得生態之衡成、天人合一之境的行動實踐。

綜歸來說，詩性智慧的創造特性表現在主體性、流動性、延展性、調和性、實踐性等方面：主體性意味著詩性智慧的創造力是人本具有之能力，透過主體的彰顯解放創造力始得更為發揚；流動性意味著詩性智慧多樣與自由，強調動態、不確定，是將協助自我從層層節制中跳脫的動力；延展性代表詩性智慧是彈性的、轉化的、自由的思考或創作方式，其知識的產出與互動常呈現超鏈結的網絡；調和性則指詩性智慧創造人類世界又相互平衡發展的調節與創生的特質；實踐性係指詩性智慧以創造兼及於行動的指導方針，在實際運作中建構出實用(practical)與參與(participation)的知識，而非空泛的思維。

肆、詩性智慧對課程管理的啟示

課程管理是對課程要素的安排與處置，詩性智慧對人類事務的觀點也對課程管理有所啟發。
一、詩性智慧對課程管理的重新認識

所謂「課程管理」，係指基於達成課程目標之需求，對於課程發展歷程建立管理機制並發揮影響力，以達成理想的過程（張佳琳，2001）。鍾啟泉(1991，373)認為，課程管理是處理課程條件相互關係等一連串活動的總稱，其範圍包含對於人、事、物各方面的計畫、組織與安置。普利帝（Preedy ，1989）則認為，課程管理必然涉及與人的互動與協調，應重視組織與調和(coordinating)課程計畫、整合課程的內在與外在需求，處理學校執行課程改革與評鑑之相關議題，以及折衷課程實務相涉的不同團體利益的過程。瓦勒斯（Wallace，1989）則主張，課程管理是所有專業成員主動參與協商課程共識及共同致力於課程計畫、實施與評鑑，包括教師、管理者之間相互回饋的所有過程。綜合來說，課程管理是一種由課程當事者對於課程目標、內容、組織、實施、評鑑等過程之人、事、物建立管理機制並協調理念與利益，藉以凝聚方向、實現理想的歷程。由此看來，課程管理的目的除了消極地守成，更具有積極開發課程潛能的企圖，這種積極的使命往往必須透過更具冒險、創造、想像的力量，帶領課程主體積極開展自我的動力，課程才能具有真正充盈、真實、堅強及超越的意義，這種省思在維科的詩性智慧中早已預言，詩性智慧的啟發帶來對課程管理的認識包括：

(一)主體性—課程管理應回歸人本的思考

維柯不斷強調一種東西的本性就是它的起源，而這種起源來自於人本具有的詩性智慧，課程管理的主體是人，探究人就應以人的本性著手，關注人的需求。當今課程理論也已逐漸將課程焦點轉向主體本身，所以基於詩性智慧的啟發，應將課程視為一種存有，並在課程中以詩性智慧來促進人內多元要素的和諧發展。

(二)流動性—課程管理應重視創造作為解放自我枷鎖的途徑

詩性智慧的創造意涵肯定人性，釋放自我創造力的積極精神，令人得以超越表象直探本質，從枯竭的科學理性中獲得救贖返回自我、解放外在的枷鎖，這種跳脫框架的動力，就如維科所言，「創造」就是最重要的關鍵。所以課程管理應保有允許創造的流動性，重視以創造作為開展的策略。
(三)延展性—課程管理應以詩性智慧作為自我開展的原動力

在此延展性係指形式的多元樣貌及內涵的豐富程度，詩性智慧作為解放自我枷鎖的途徑，讓人從理性危機中重返真實自我，但卻不是因此而摧毀理性。因為人本具有詩性智慧，作為理智與情感調和的功能，彰顯詩性智慧，便能使理智與意志，理性與感性衝動和諧並存。所以，課程管理在此所指以詩性智慧作為解放途徑，是指建立在多元而不斷開展的表現方式，包括美學、文學、神話寓言、藝術等形式，藉由這些廣義的詩品表現，讓詩性智慧作為自我開展之動力。

(四)調和性—課程管理應調和人與結構的互動網絡

人三種本性的發展，先是神性時代特質的重視感官，再是英雄時代用心靈知覺的特質，最後才是清晰理智的人道特質。這三種本性也是動態發展、同時潛在而相互作用且適時突顯。課程管理對於課程主體之間的安排與處置必須具有調和性以求得不同元素的衡平發展，也就是說，強調詩性智慧的課程管理，一方面必須因應人本性激勵創造更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要在促成課程主體內在特質的平衡調節，在適當時刻展現適當特質。

(五)實踐性—課程管理應激發創造的實踐力

實踐意味著在實際運作中兼及創造力與行動力，以及詮釋、理解、自知、自覺、自決的批判反省（張佳琳，2000），維柯強調知與行的統一，對事物的認識中即帶有行動力，而行動之實踐即是真理的展現，所以知與行互為體現。課程管理是有意識地行動的實踐過程，其導向的是有意義的創造與真實的自我實現。

綜合上述，其實詩性智慧對於課程管理最核心的影響關鑑在於｢創造｣，課程學者對於這種強調自我及重視創造的論述並不陌生。修伯納（Huebner,1975）曾反省課程受技術、科學控制，忽略人作為一個創造者(creator)的事實，主張關注於個人與環境互動的美學的(aesthetic)與倫理、靈性的(spirituality)課程價值，才能將課程從技術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格蘭妮（Greene,1975）建議課程應取材自敘事的(narrative)、藝術、歷史、文學，讓學習者與教材聯結一起；另一方面，艾斯納（Eisner，1998）主張應發展美學理性作為教育批評(educational criticism)，他認為教育鑑賞(educational connoisseurship)可以發覺課室內更生動的表現與意義；派納（Pinar,1978）則發展自傳的(autobiography)、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批判的課程途徑，著重自我瞭解，使學習者能夠去除「自我」疏離，並提升自我意識（李子建、黃顯華，1996）。
凱森(Kesson,1999:84)便認為以上這些有關於敘事的、自傳的、心理分析的、美學的、靈性的不同觀點聚合成了「詩性故事」(mythpoetic)的課程理論。這種詩性故事的課程新領域兼融文學、美學、神學、神秘思想(mystical thought)，不但促使課程管理形式改變，更使學校教育和課程控制轉向人性的體現，呼應了維柯所強調的，以詩性智慧為核心的策略，課程管理基於想像、創造、思考反省的根本性及必要性，對於課程的豐富內涵，應強調以實踐為本的經營方式，而這種管理除了具有上述原則，更具有動態、未被固定、繼續發展、美感的、自主的、相互成長的特質。

二、從詩性智慧看科學管理的問題

由此來考察課程發展歷史，也發現早期課程領域的解釋、研究、管理特徵均與自然科學研究的預測、控制相結合，缺乏人性的關照。這種傳統課程典範根據季胡(Giroux, 1981:99)的分析，其根本假設在於以下幾點：

1.課程領域的理論應依據經驗上可驗證的法則運作；

2.自然科學提供課程理論在觀念及技術上正確的解釋模式；

3.知識是客觀的而且可依自然法則調查與描述；

4.價值應從客觀事實中抽離。

受這種科學典範邏輯假設以及工業科學管理運動所鼓舞的「標準化課程管理」，主張建立一套嚴謹的課程管理模式，依據社會生產之需要分析教育經驗，並科學化地建立標準表現(performation)目標，這些表現再經過如同工廠裝配線作業般的科層體制組織督導方式將課程內容以原子分割方式傳授給學生，再繼承資本主義效率化的主張對學習表現嚴格控管，將課程視為機械式的操弄對象，教室如同工廠裝配線(assembly)環境。為了有效產生標準化的學生表現（產品），教育行政主管成為下指令的資本家，學校是工廠，校長是工廠廠長（管理者），教師是裝配線上的工人，為產生最大化的效率和成品，最重要的管理策略是「控制」、「監督」，目標、內容、組織、評鑑的普遍邏輯建立在一可測量的表現目標之上，包括空間、時間、課程、評鑑、規則，都依科學理性秩序加以規範、組織、安排管理。課程管理也往往遷就於行政模式的治理，從上而下、由外而內地將課程作為一個預測控制的手段，偏向剛性的、強制的、工具理性的課程管理。

這種科學典範的興趣在於追尋自然世界裡的法則，但維柯的興趣卻在於理解人的世界。
前此哲學家們只在從自然界秩序去觀照天神意旨，所以只顯示出天神意旨的一部份….哲學家們還沒有就人類的最獨特的那一方面去觀照天神意旨，人類本性有一個主要特點，這就是人的社會性。(2)

維柯擔憂一味遵從自然科學法則，將造成人類岌岌可危的處境，故一再反對科學理性主義並對其忽略人性的問題發出警語。課程的科學管理也使得自我在科學理性的普遍經驗制約下，無法掌握現象的本質，科學理性更讓自我產生思考的偏見，不但對於人的情感、創造、美感未加重視，管理也如同機械運作，強調具量化性的績效評量，阻礙了學習者的整全發展機會。

其次，維柯主張應觀照人類最獨特的社會性，而社會應以作為主體的人的行動為基礎，以人的感受和精神狀態為基礎(Swingewood，1990/1995) ，課程本涉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更應以人為核心，科學管理遷就於外在目標及制式控制策略，未能回歸以人為主體的思考。

此外，新科學也主張「有多少方法就處理多少事務，科學方法不應該含括所有一切」（Gaukroger，1997），除了科學方法之外，對於人的事務，應更重視行動主體，強調知與行、理論與實踐的交互調整。

因此，科學管理的方法有其侷限性，課程管理應回歸課程事務及課程現象本質，避免科學方法過度表現而逐步摧毀人性自我，以及科學技術本位的課程管理淹沒了主體在課程中的意義。為了將主體從結構中拯救出來，詩性智慧提示以回歸創造本質的課程管理來導向新的課程實踐，就課程管理而言，調和藝術的美學轉化了課程的內涵，詩性的想像力，更為管理注入另一種智慧。這種充滿豐富意義的網絡，落在意義的深化上，課程不但成為開放系統，更應以人為核心，體認多元秩序的美感來自於人豐富意義的創造歷程，而主體自我調節與創生更得以促成課程感通(correspondence)，形成心靈上與行動上的共感覺和審美上的移情作用。

伍、創造性課程管理的途徑

相對於人的理性與非理性面，課程也有其精確和概括性的面向，科學管理偏重紀律而忽略了人性，導致的偏差將使課程步入窮途末路，在詩性智慧的啟發下，課程管理應該更重視以人為本的創造與激勵途徑：

一、用人的方式管理

強調人類創造的能量來自詩性智慧，即是主張「用人的方式思維」，轉化為課程管理便是強調「用人的方式管理」。這種以人為本的管理方式，表現在彰顯人的主動創造特質，以及肯認人的需欲滿足這二方面：首先，這種管理不應一味追求科學化的管理策略，而是要以人的方式來實踐。如果試著在《新科學》中尋找線索，可以發現，詩性智慧的營造，應重視人所具有好奇、想像、虔敬等特質的發展，在尊重人性的前提下進行管理；其次，維柯也提及「需求」與「效益」是人類對事物進行思考的起始點，而人的群聚是為了相互利己，｢最初的社團（socii）在特性上就是為著互有好處而結合在一起的伙伴們……｣(258)，所以課程管理應重視人性需求，不能偏重集體目標而缺乏個人目標，更應該營造關注個人和整體的創造性願景來激發努力的作為，在提供個體需欲滿足的機會中也順勢達成課程總體理想，建構出一種融合課程個體與集體之間交錯作用的妥適平衡(well-balance)。

二、調和想像、創造等藝術美學的經營

維柯認為：「世間事物都不會離開他們的自然本性而仍能安定或長存」（134）。這些本性在維柯的看法中包括自由、好奇、想像等，人類在創建民族世界的過程中所涉及的創建活動並不一定是深思熟慮的謀劃，人性的表現與運作方式包括詩性智慧發展出來的感覺、想像、意志、探索、性靈、美學、感通等，這些特質應在課程管理中善加經營及妥適調和。當前盛傳的量子管理，便也是主張必須調和情感、性靈的智能表現，靈活運用不同管理典範之方法，確保組織在模糊及不確定中取得平衡及創新（謝綺蓉，2001）；同樣地，彰顯詩性智慧的管理方式，就是體察主體的本質，拋開外控的制式束縛，轉而運用強旺的生命力，表現在自傳、敘事、隱喻的不同形式上，以詩性智慧的課程管理來調和想像、創造等藝術美學的經營，課程運作中兼具詩性智慧中所強調的凡俗智慧與玄奧智慧，允許「干擾」(perturbation)，，讓想像、疑問、彈性、機動、具有演化(evolution)的元素持續促成課程的開展。

三、經營詩性的課程環境

倡議多元智慧甚力的迦納(Gardner,1999)特別強調，多元潛能的激發與個體所處的環境息息相關，也就是說，想要激發學生的潛能，就必須營造一個開放而富於創造的環境。如以維柯的方式來說，要激發詩性智慧的創造，便要重視詩性環境的經營。由於課程是教師和學生之間的合作活動，這種活動是建立在師生運用適當媒介來發覺自己的聲音以及創造彼此的關係，所以，課程管理除了支持課程發展方向，也必須具有創造的作用，才能強化師生意義的關聯（張佳琳，2001），而營造一個詩性的環境也才能激勵師生創造活動的開展。在這當中，維柯一再強調玄學與科學發展的歷程全是詩性的（367），而這些詩性活動中維柯又相當重視神話與寓言故事，他認為「一切野蠻民族的歷史都從寓言故事開始。」（202），而就如同他所強調的，「偉大的創造都有三重勞動：（１）發明適合群眾知解力的崇高的故事情節，（２）引起極端震驚以達到預期目的；（３）教導凡俗人們做好事」（376節）。好的詩性環境可以透過故事、寓言等激發震驚與想像。布魯貝克（Brubaker，1994）便指出三種有助於課程情境關聯及創造課程意義的活動：符號（symbols）、儀式（rituals）、神話（myths）。

(一)符號：符號是足以影響情境的抽象觀念的具體表達。教師可以設計將傳統威權（講臺＝老師）的符號轉化為象徵自由共享（講臺＝創造）的語言。

(二)儀式：儀式是源自於人際互動的一組行為，情境文化的意義可以透過建立新儀式而改變，例如，課程單元由同學共同檢討，有利於自我管理的營造。

(三)神話：神話主要目的在凝聚班級的情感、想像與創造。例如，教師透過故事傳達意念、由班級共創富於意義的神話，無形中建立共享的願景與價值。

這些活動的設計有助於在教學情境中聯繫主體的接受、傳遞、散放的意義結構進行互為主體的了解，將課程提升為文化的創造與凝聚，也有利於自我管理的運作。

四、強調行動與實踐的管理動力學

詩性智慧以人的方式管理，基於信任主體表現的基礎之上，同時也強調行動與實踐，而非夢想與空談，因此課程管理是重視行動與實踐的策略，從個體精神融入與心靈感受中、發展為共同的知覺意念，再匯聚成集體實踐的動力來落實管理的理想。首先，必須營造一個共同的課程社群(curriculum community)，在具體情境中匯集夢想、激盪行動及規劃；其次，課程的相關人員進行有意義的溝通並接受回饋修正；然後，讓詩性智慧在慎思過程扮演著主導思考與溝通的調和角色，藉由詩性智慧的開展，主體的心智在人與人之間形成互為主體的移情作用，使需欲由個人過渡到集體願景，落實足可實現的課程行動，進而達成課程管理理想。

就如哈特利（Hartley，1997：124）所指出，當今的管理風格(management style)已從教訓式(didactic)、科層制的(bureaucratic)控制模式轉向了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課程與教學，這樣的轉變如上所述，主要肇因於課程內涵及概念的轉變，課程管理不再是一套既定的教材及教法策略，而是活生生在師生互動中建構真實知識的歷程，這種真實的生活史就像是詩篇、故事，課程管理便是應該有一種獨特的詩性智慧與調和藝術才能解析這師生的課程史。

陸、結語

誠如維柯所言：「人們畢竟還是要憑一種智慧才能創造出世界，這種智慧是詩性的、創造性的、尋常的或凡俗的智慧」（1108）。創造才能帶來豐富的意義，對於課程管理而言，師生交互多重創造的經營歷程比起科學管理更能營造出豐富的意義，尤其，處在多元而複雜處境下的課程實踐，更必須使師生擁有「驚奇、崇敬與熱望」的情意創造，開放主體在課程場域的互動中激發出潛能與美感，經營以詩性智慧為核心的創造性課程管理，基於想像、思考、移情、反省等途徑，對於課程的豐富內涵，採取動態、未被固定、繼續發展、美感的、自主的、相互成長的、具反省力的管理策略，才能在主體有知覺地運作之下，促成課程更多的轉化與成長，而這樣的課程管理歷程也才能發現真正的荷馬──創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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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y of creative curriculum management

---the revelation from Vico’s  poetic  wisdom

Chia-Lin Chang
Abstract

Curriculum management not only exists in scientific and accountability way,  but also in a creative condition . It consist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lements around peoples and meanwhile, proceeds to the feeling of inside and outside. This study reviews the theory of Vico, especially the view of poetic wisdom from humanity.  According to Vico’s analysis, curriculum management should begin to emphasis the power of creative. That is to say, elaborating well-balanced approaches to enforce potential and creative actions is the most urgent task of curriculum management.
Keyword:  curriculum management 、poetic wisdom、Vico
















































� Bobbit提出「促進學校效率之科學管理原則」：第一，在可用的時間內完全使用學校建築；第二，減少工人數目至最低數，而發揮每一工人的工作效率至最高點；第三，消除浪費：第四，製造原料成為原料最合適的成品，在教育上則是依照個人能量施教（Bobbitt，1912；黃政傑，1991）。


� Alan Swingewood認為社會學真正的先驅是維柯與孟德斯鳩(彭懷恩等譯，1985)；郭博文(1991)則研究指出維柯才是近代社會科學的創始人。


�《新科學》於1725年初版、1730年修正再版、1744年三版，於今流通最廣者是Bergin和Fisch於 1948年對第三版的英譯版，當中並附有英譯者詳細的引論，在中文版部分則為由朱光潛所譯註者。


� 《新科學》全名《關於各民族的共同性質的新科學原則》，三版五卷分別是第一卷：一些原則的奠定；第二卷詩性的智慧；第三卷發現真正的荷馬；第四卷諸民族所經歷的歷史過程；第五卷各民族在復興時所經歷的各種人類制度的復演歷程。


� 在維柯的時代，把約夫（Jovis或Jove）這個詞和宙斯(Ious)或朱比特(Jupiter)相聯繫是相當常見的，這些詞一方面是當時對天帝的稱號，另一方面也強調對天神意旨的尊崇，因為Jove與拉丁文Ious(法律)的關係和just或justice有關，也就是說法律來自於天帝，其秉持著正義，而人們透過對天神的虔敬態度來執行法律，獲得正義。








